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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思想史视域下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晚清驻外使节郭嵩焘、薛福成思想对观

方炯升

( 复旦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 200433)

［摘要］ 我国学界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现象与特征已有诸多讨论，但在论及大变

局的本质时仍存在不足，外交思想史的研究路径有利于充分揭示大变局的由来与全貌。晚清

“同光中兴”时代，大变局概念首次进入中国的政治与学术话语，其中，两位清朝驻外使节郭

嵩焘与薛福成的变局观具有可比性。郭、薛二氏分别从文明转型与权力竞争的视角发展自身

的思想体系，其问题意识和结论均与当代有共通之处，为思考新一轮大变局提供了母题，有助

于增进对大变局多义性、长期性与目标性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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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21］12－0174－08

自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7年首次提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重要论断以来，

我国学界已就此次大变局的现象与特征开展了诸多探讨。然而，与之相比，学界对大变局本质的探讨数量甚

少，且远未达成共识，甚至就连“百年”时间段的指向、变局的内涵范围等基本问题，在学界都缺乏共识。①既

有的研究或是以就事论事的讨论为主，或是从结构性视角出发的因果分析，在面对概念本身时均呈现出一定

的局限性。相较而言，思想史研究在概念阐释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②晚清驻外使节郭嵩焘与薛福成

曾就回应 19世纪末“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发展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他们的思考可以为当代的大变局研究

提供镜鉴，应当对其中蕴含的问题意识与中国视角进行充分发掘。

一、晚清驻外使节思想比较在大变局思想史研究中的价值

大变局作为一种概念与问题意识，至迟在晚清即已产生，这构成了运用思想史路径对大变局开展研究的

基础。早在道光二十四年( 1844) ，黄钧宰即提出“古今之变局”概念，重点强调中国与西方的关系由隔绝阻

滞转型为“中外一家”的重大变迁。③继之，徐继畬强调，中国周边原本独立的政权皆被欧洲各国殖民统治，乃

是“古今一大变局”。④李鸿章作于同治十一年( 1872) 的奏章进一步指出，西方国家“胥聚于中国”的形势，当

属“三千余年一大变局”。⑤同治十三年( 1874) ，在论证加强海防的必要性时，李鸿章又提出中西“客主之形”

已经发生变化，堪称“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的观点。⑥

由以上摘录可见，晚清大变局的核心议题，是特殊时代背景下中国战略环境及其与世界关系的变化，以

及中国处理自身历史经验方式的转变。⑦这一核心议题与当代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高度同构。由核心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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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所生发的国家间竞争、国际秩序变迁、中华文明的演化创新，以及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间的张力等典型问

题，在晚清与当代也均已得到思想者的关注与剖析。① 诚然，晚清大变局下的时代特征和政治环境与今日相

比已有天壤之别，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思想者面对大变局时的思维方式存在本质性的差异。② 尽管时移

世易，但两场大变局中思想者为中华民族由衰微走向振兴的理想信念一以贯之。③ 因此，回归晚清大变局中

思想者对上述典型问题的探索，从思想史的视角对今日之大变局进行剖析，无疑是有价值的，有利于为大变

局的应用型研究提供具有人文积淀与中国关怀的补充与创新。④

当前，史学界与政治学界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卷帙浩繁，内容丰富。对大变局思想史根源的分析当

从较小的切口入手，以点带面。从国际关系学的特色出发，分析清朝驻外使节对大变局的思考与探索，是一

项有价值的研究议题。

清朝驻外使节群体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中颇具独特性。他们是统治集团之一员，出使前一般身居高位。

相较于普通知识分子，他们对大变局的全貌与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有更加全面的理解和更加深沉的忧思。同

时，他们长期居住外国，有较多的机会参观考察或与外国政治人物接洽，更加深入地理解当时中国所面对的

列强之本质特征。

郭嵩焘与薛福成是驻外使节群体中的典型人物，其经历的相似性进而使其具有较强的可比性: 两人都与

洋务重臣曾国藩有密切的往来，在出任使节前均曾担任海疆省份的地方主官，在第一线主理洋务，甚至参与

战事，对彼时中国核心决策者的思维方式与内政外交状况有深刻体察。⑤ 他们出为使节的时间相仿，均处于

甲午战争前号称“同光中兴”的相对平稳时期，彼时中国与世界的紧张关系尚未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他们

同赴西欧执行使命，出使期间活动的空间也相近。⑥ 更重要的是，郭、薛二氏均承认并关切大变局的存在。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郭嵩焘将此战称为“自古以来夷祸一变局也”⑦。出使欧洲途中，面对西方对于亚洲的殖

民，郭嵩焘又不禁感慨“此实前古未有之局也”⑧。薛福成则在其进身之文《上曾侯相书》中指出，“方今中外

之势，古今之变局也”⑨。在共同的问题意识引导下，郭嵩焘与薛福成均针对大变局发展了自成体系的观

点。瑏瑠 然而，尽管二人经历相似，他们的思想取向却呈现出较强的差异性，有必要加以对比和考辨。

二、郭嵩焘之出使与对大变局的“文明转型”思考

诸多研究郭嵩焘的论著都引用了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的一段话:

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

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嗳哟! 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

人人唾骂，日日奏参，闹到奉旨毁版，才算完事。瑏瑡

梁启超的叙述，揭示出郭嵩焘的变局观与同时代人之间的巨大差异。郭嵩焘承认，西方国家同中国一样拥

有道统，甚至更进一步认为西方的道统优于中国的道统。这种对大变局的看法，可以用“文明转型”来概括。

在出仕前期，郭嵩焘便对大变局的本质特征有独到的判断。他是曾国藩的青年好友，曾参与曾氏组建湘

军的事业，并较早在上海与西方人接触。瑏瑢 或许正是这些经历令郭嵩焘敏锐地认识到，西人与中国历史上的

571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许纪霖:《从寻求富强到文明自觉———清末民初强国梦的历史嬗变》，《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 4期。
徐勇、张慧慧:《“未有之大变局”: 世界中国与历史中国的叠加及应对》，《探索与争鸣》2020 年第 10 期; 任剑涛: 《社会变迁的时间尺

度》，《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年第 4期。
俞祖华、江洋:《近代以来三次历史大变局与中华文明的衰而复振》，《济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 1期。
陈玉聃:《诗与思: 国际关系研究的思想文化透视》，《国际关系研究》2015年第 4期。
郭嵩焘曾担任广东巡抚，在任上处理诸多涉外事务; 薛福成则曾担任宁绍台道，参与中法战争中的镇海之战。与他们相比，同期其他较

有影响力的驻外使节如曾纪泽、陈兰彬、刘锡鸿、何如璋等，在出使前均未曾担任地方主官，这也更加突出了郭、薛二氏比较的价值与不可替
代性。
郭嵩焘于 1876—1879年担任驻英公使，1878年起兼任驻法公使; 薛福成于 1890—1894年担任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
《郭嵩焘日记》( 第一卷)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第 469页。
陆玉林选注:《使西纪程———郭嵩焘集》，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 15页。
《上曾侯相书》，徐素华选注:《筹洋刍议———薛福成集》，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 19页。
有学者指出，与同期其他驻外使节相比，郭嵩焘与薛福成的思想是最具有体系性的。参见吴微: 《外交实录与古文新变———以薛福成出

使日记为中心》，《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 2期。
原文见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 1999年版，第 4030页。引用时标点略有修订。
汪荣祖:《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中华书局 2006年版，第 29－30页。



山东社会科学 2021·12 政治学研究

“蛮夷”有极大的区别，决不可轻视。他的这一正确认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即有充分体现。咸丰九年

( 1859) ，郭嵩焘以翰林身份，随亲王僧格林沁参赞天津防务。其时英法使节以换约为名，率炮舰进抵大沽

口。僧格林沁与怡亲王载垣等“奉旨密商”，制定了如果西人换约“不守规矩”，即令官兵假扮乡勇偷袭的计

划。郭嵩焘当场反驳两位亲王，认为“凡事须是名正言顺”，外交中不应出此诡计，却未被采纳。① 僧格林沁

按此方案与英法联军作战取得胜利，清廷将此次战役视作面对西方的重大战绩，但未曾料想到次年 8 月，英

法组织强大兵力报复，僧格林沁屡遭败绩，终致北京被攻陷，咸丰帝出奔热河。彼时已经离开前线的郭嵩焘，

在知情后怒斥僧格林沁“不学无术”，甚至直言“僧邸之罪，杀之不足蔽辜矣”。②

郭嵩焘并未停留在对军事失败的直接批评，而是强调战争背后有更加重要的“理”之转移与变迁。郭嵩

焘认为，中国与西方之间权力形势的对比，只是“一时所不能违者”，并不构成战争成败的决定性因素。战事

失利的根本原因，在于决策者违背了万世所不能越之“理”。郭嵩焘通过与西人的接触，指出西人“有情可以

揣度，有理可以制伏”，完全可以与其公开谈判协定，按协定办事。面对西人，本应“以理自处”，使“理足于

己”，但朝廷一味运用武力，“欲以刚相胜”，终于招致祸患。③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列强彻底突破清朝传统的朝聘制度，由“蛮夷”登堂入室成为“洋大人”。④ 创巨痛

深的清朝决策者开始感受到大变局的必然性与痛苦性，但能够如郭嵩焘一般以文明转型思路看待大变局的

士人尚为数不多。郭氏将战争的失败归于“理”之未尽，也即承认西方国家具有与中国相同或相通的“理”，

甚至更进一步暗示在面对西方时，中国的“理”是不足的。这在以政教立国的传统王朝之中，无疑是石破天

惊的观点。⑤ 其后，郭嵩焘受擢拔出任广东巡抚，他自称在广东常言“开谕洋人易，开谕百姓难”，其原因则在

于“洋人能循理路，士民之狂逞者，无理路之可循也”。⑥ 对中西文明的直白对比，进一步凸显出郭嵩焘文明

转型的变局观在晚清的尖锐性。

郭嵩焘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彰显出其耿直甚至执拗的书生本色。他自负于自己的学识与见解，对于人情

世故不甚顾惜，这也导致他不能见容于时局。同治五年( 1866) ，郭嵩焘自广东巡抚任上去职闲居，直到同治

末年才再次复出。恰逢光绪改元( 1875) ，总理衙门组织大臣讨论海防，郭嵩焘乃呈上《条议海防事宜》。尽

管已经蛰伏数年，年近六旬，但郭嵩焘依旧锐气十足，从文明转型视角出发提出了更加鲜明的变局观。

一方面，郭嵩焘最终完成了对西方文明的定位。他指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

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⑦。通过这一论述，他超越了将西方文明视为“异学”

“杂学”与末流的传统观点。⑧ 他指出西学也有其“本”，即西方社会的政治文化逻辑; 又指出“本末”应当配

套，意味着中国只有学西方之“本”，方能实现学西方之“末”的目标。

另一方面，郭嵩焘指出，中国不可能依靠战争解决与西方之间的矛盾。西方侵略中国并非如常人所认为

的“如虎将噬”，将会速亡中国，而是“如附骨之疽，攻之不能去也; 如狐蜮之凭于人，执而求之，又不可得

也”。⑨ 郭嵩焘的论述隐含的意思是，欲改变西方文明影响力深入骨髓的现实，恰恰应当从中华文明的本质

性问题出发进行改革。中国应当采取务实的态度，“去弊求速，立志求坚，任贤求专，收功求缓”，而非试图恃

所谓军力增强而毕其功于一役。

由以上论述可见，郭嵩焘的变局观在其于同光之际复出时已经完整形成。郭嵩焘将大变局上升到中华

文明存亡继绝的高度，这也奠定了他在后世被视为推动中国“走向世界”的早期代表人物乃至“先知”的历史

地位。瑏瑠 而出使西欧的经历，显然使郭嵩焘的文明转型变局观更为坚定。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铸就了他影响

最大的作品《使西纪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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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议海防事宜》，陆玉林选注:《使西纪程———郭嵩焘集》，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 95页。
例如孟泽:《洋务先知: 郭嵩焘》，凤凰出版社 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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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年( 1876) ，郭嵩焘受任出使英国大臣，自上海启程赴欧，随即开始写作日记。应当注意，晚清使

臣的日记并非私人作品，而是官方布置的任务，有利于朝廷了解西方世界的真实状况，同时对使臣进行控制。

正如郭嵩焘自己所言，“初议至西洋，每月当成日记一册，呈达总署，可以讨论西洋事宜，竭所知为之”①。因

此，在漫长航路中，郭嵩焘对沿途所经地区开展考察，秉承开放的心态与同行西人就西方之历史与现状广泛

交流，将了解到的情况与自身丰厚的历史知识相结合，创作了《使西纪程》。② 亲身体验令他感慨西方文明的

源远流长，更加看清了中西关系的前所未有:“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 与辽、金崛起一时，倏

盛倏衰，情形绝异”，西方国家“创为万国公法，以信义相先，尤重邦交之谊”。③ 面对与中国一样有深厚文明

积淀的西方国家，郭嵩焘进一步强调，中国应对大变局当采取守势，以求和为主，决不可意气用事，轻易启衅。

他认为，在南宋之前中原王朝都能“以大事小”，并不以此为耻; 而自南宋以后，“峭急褊迫”的主战派“以夷狄

为大忌，以和为大辱”，终置自身于“无地自容”之境。而今日之清朝，也有人说出“宁可覆国亡家，不可言和”

之语。这种“虚骄以自张大”的“高谈阔论”，不利于中国在大变局下生存与发展。④

《使西纪程》虽是日记，终究还是要刊载的正式文件，郭嵩焘在其中的言论还是有所保留。在私人色彩

更强的日记中，他的言论则显得更加透彻和悲观。欧洲国家大都会的欣欣向荣，令郭嵩焘进一步认定西方文

明在道统上的优势，指出中西三十余年交通，西方“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⑤。郭嵩焘将中国的治道归

为自上而下的君道与德治，即“圣人以其一身为天下任劳”; 与之相对，西方的治道是自下而上的民道与法

治，即“西洋以公之臣庶”，“西洋治民以法”。然而，有德之君不能持续出现，民众的力量却能“推衍无穷，愈

久而人文愈胜”。传统中国强调的圣贤之君、天下大治的治理模式，在大变局中已经走不通了。这也使得作

为儒士的郭嵩焘，在一番推论之后，却不得不否定儒家心目中的上古三代理想社会: “颇疑三代圣人之公天

下，于此犹有歉者。”⑥

郭嵩焘对西方社会的亲身体悟，甚至使其得出了中国已经“失道”、自外为“夷狄”的观点:“自汉以来，中

国教化日益微灭; 而政教风俗，西方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中国士大夫知

此义者尚无其人，伤哉!”⑦郭嵩焘在大变局中从文明转型的视角出发，所产生的对中华文明的怀疑，乃至趋

西尊西的价值取向，虽于日后的中西“学战”之中渐趋增长，但在他所处的时代无疑尚属离经叛道。⑧ 郭嵩焘

出使之前，即有人讽刺其“何必去父母之邦”; 而当郭嵩焘明白无误地承认中西文明的优势地位已经发生逆

转时，统治者和士人自然对其更不见容。于是，郭嵩焘被从七万里外召回，从此再未复起。但即使是再次回

乡闲居，郭嵩焘也从未停止对国事的思考。⑨“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这位“数犯天下之大不韪”却

仍然“侃侃言之，一无顾忌”的老臣，从来不曾改变自己的观点与判断。

三、薛福成之出使与对大变局的“权力竞争”思考

郭嵩焘是今日耳熟能详的洋务名臣们的同辈之人; 与之相比，薛福成只能算是“门下晚生”。瑏瑠 他一生中

有十七年时间是以曾国藩和李鸿章幕宾的身份度过的，贡生出身的他性格也较为平淡，在传统士大夫的等级

体系中完全无法和中进士、点翰林，号称“芬芳悱恻”的郭嵩焘相提并论。然而，在传统人才选拔体系被打破

的晚清，薛福成因缘际会走上了与郭嵩焘相似的位置，也留下了与郭嵩焘恰堪对照的以“权力竞争”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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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郭嵩焘:《养知书屋诗文集》，文海出版社 1974年版，第 680页。
如船抵埃及，郭嵩焘即联想到《班超传》中提到甘英通大秦，抵达安息、条支之逸事，说明他对古今地名的变迁有深刻的理解。参见《使

西纪程》，陆玉林选注:《使西纪程———郭嵩焘集》，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 27页。
《使西纪程》，陆玉林选注:《使西纪程———郭嵩焘集》，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 23、39页。
《使西纪程》，陆玉林选注:《使西纪程———郭嵩焘集》，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 39页。
有学者已经指出，受到时代与眼界的限制，郭嵩焘所描述并据以立论的西方社会只是当时西方的上流社会，而未见西方下层民众所遭受

的压迫。参见钟叔河:《论郭嵩焘》，《历史研究》1984年第 1期。
钟叔河主编:《郭嵩焘: 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 1984年版，第 626－627页。
钟叔河主编:《郭嵩焘: 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 1984年版，第 491页。
参见罗志田:《权势转移: 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 修订版)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第 1－24页。
例如在其晚年所作的《因法事条陈时政疏》中，郭嵩焘仍然对中西之间的战和问题提出坚定的主和意见。参见《因法事条陈时政疏》，陆

玉林选注:《使西纪程———郭嵩焘集》，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 98页。
薛福成与黎庶昌、张裕钊、吴汝纶合称“曾门四弟子”。有关该说法的流变，参见范丹凝: 《“曾门四弟子”在近代文学史的产生与接受》，

《烟台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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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体系。①

薛福成早年的成长环境已经艰险地卷入了大变局之中。太平天国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相继对其故乡

无锡造成深刻冲击，薛福成无意像前人那样在“时文、试帖、小楷”的科举体系中度过一生。同治四年

( 1865) ，他投入曾国藩幕中，选择了一条更加经世致用的道路。如前文所述，在向曾国藩递交的进身之文

《上曾侯相书》中，薛福成已然提出“大变局”概念，并详尽阐述了自己对大变局的思考。此文虽然只有一些

原则性的论述，但已可看出薛福成变局观的思考方向。薛福成指出，应对大变局的策略“有体有用”。其

“体”乃是为政以德，但这并不是他关注的重点。他所强调的，是通过购置西方兵器以强化海防，利用列强的

内部矛盾与在华利益对其进行分化瓦解，以及对鸦片进口克收重税从而渐次达到禁止等具体的政策手段。②

在薛福成的思考路径中，文明与道统的问题虽然存在，但他主要的关注点，是在变局中缩小中西之间的权力

差距。早年的志趣，在薛福成一生的思考与实践中是一以贯之的。

同光之际，中国所面对的国际形势也进一步发生深刻演变。在海疆，日本寻衅侵入台湾，并将琉球“废

藩置县”; 在陆疆，左宗棠用兵新疆虽然取得成功，但钦差大臣崇厚擅自签订《交收伊犁条约》，使清朝在外交

上陷入困境。面对新一轮边疆危机即将爆发的严峻局面，薛福成创作《筹洋刍议》，对中国的对外关系进行

了全面审视与反思。

日本与俄国在中国边疆用兵所带来的压力，使得大变局的性质发生演化。两国近在中国“卧榻之侧”，

势将取蚕食鲸吞之势，对中国主权与领土所带来的直接威胁更甚于欧美列强。针对这一状况，薛福成更加明

确地将权力的增长视为中国在大变局中自救的关键，强调以自强为根本，并适当引入外援以应对现实局势。

薛福成特别指出，西人的公私观念使其在办外事时，将“交际”与“交涉”判为两途。因此，中国外交官与西方

外交官来往时，也应“让以虚而不让以实”，遵守外交礼仪，讲究外交技巧，但在原则问题上据理力争。③ 他还

特别重视财政资源对中国在大变局中实现自强与自主不可替代的意义，指出在“地球各国，居今日而竞事通

商”的时代，中国必须发展工农业与交通业以求与西方竞争。鉴于当时的协定关税制度使得清廷损失了一

项重大税源，薛福成提出以厘金收取维护自身财力基础，支撑边疆战事开销的策略。④ 此时的薛福成已经看

清了西方现实主义政治秩序中的权力逻辑与自助规律，并且试图用物质性的国家利益取代天朝秩序特别是

朝贡羁縻的“面子”，促使清朝融入主权国家外交的历史潮流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筹洋刍议》之《变法》篇中，薛福成还从大变局的视角对中西文明之间的关系进行了

系统评论。他指出，大变局已经使世界局势由“华夷隔绝”变为“中外联属”，这是秦汉以来两千年未有的新

局面。“世变大，则治世法因之大变”，推动中国政治与文化的改革势在必行。然而，薛福成强调的改革仅针

对所谓“流弊”，即传统文化中于中国自强与自主有碍的颟顸保守部分，至于没有弊病的部分，则“虽万世不

变可也”。薛福成进一步论证，开展洋务、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不仅不会“用夷变夏”，反而可为中国的道统

增色。西方只是在科技研究中“偶得风气之先”，没有理由认为西方会永远独占科技研究之鳌头。因此，应

当借助西方的“器术之学”实现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平等，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将中国的道统传播到四方。事实

上，洋务的最终目标是“用夏变夷”。⑤ 由此可见，在薛福成的变局观中，西方文明的冲击虽然足以对中华文

明构成挑战，但无法触动中华文明之根基，中国也没有必要放弃或改变自身文明的内核。中国与西方之间的

竞争，最终目标是以中国权力的增强保卫与发扬自身道统。

光绪十五年( 1889) ，薛福成受任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出使西方的经历，使得薛福成的变局观进一

步深化。他认为西方的富强根源在于“养民、教民”，即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而自己早年所强调的“精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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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在国际政治中，“权力”概念的定义多元，围绕权力本质与特征的论争几乎与国际政治学科的诞生与发展同步。本文强调的权力主要是
指一国决策者运用物质性资源，塑造或影响其他国家行为的能力。关于国际政治学科中权力概念的更多论述，可参见陈志敏、常璐璐:《权力的
资源与运用: 兼论中国外交的权力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 7期。

《上曾侯相书》，徐素华选注:《筹洋刍议———薛福成集》，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 19－25页。
《筹洋刍议》，徐素华选注:《筹洋刍议———薛福成集》，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 66－68页。
厘金，即清政府为筹措军饷对国内贸易所征收的道路费与交易费。根据学者的估计，光绪年间，清政府每年收取的厘金在库平银 2000

万两以上，构成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参见周育民:《晚清厘金历年全国总收入的再估计》，《清史研究》2011年第 3期。
《筹洋刍议》，徐素华选注:《筹洋刍议———薛福成集》，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 88－90页。



政治学研究 山东社会科学 2021·12

造、利军火、广船械”等只是表现形式。① 他意识到商业“握四民之纲”，发展商业是实现现代化的关键，“不

能执中国崇本抑末之旧说以难之”。他不拘泥于经书旧说，认为即使圣人复生，在全球交往日益密切的时代

下，也必然会讲求商业、重视经济。② 他特别着意观察西方政治制度，不排斥用西制改造中制。例如，他建议

用西方外交体制中公务员久居其任、不轻易调动的制度改造总理衙门的储才与培养机制，选拔一批长期从事

外交的人才。③ 他甚至曾更为直白地通过对比中国周边国家采行西洋制度前后的不同，承认“然则今之立

国，不能不讲西法者，亦宇宙之大势使然也”④。

然而，薛福成对于西方具体政治制度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肯定，始终没有全部转化为他对西方文明的

肯定，更没有促使他产生西方文明高于中华文明的观点，其中的典型案例体现在薛福成对君主制与民主制关

系的论述之中。他通过对西方政体的考察指出，民主国家政治开放，人人平等，但朋党角力，相互争胜; 君主

国权力集中，如有贤明君主，足以立功立德，但君主制下人民被驱使，上下情势不通。由此，他指出了两条政

体改善之道: 其一是“得其人”，无论何种制度，只有贤人当政，才可达到良政善治; 其二是建立君民共主的

“混合政体”，如英国与意大利的君主立宪制。但是，在上述真知灼见的基础上，薛福成将君民共主政治的发

源归于中国上古三代以及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⑤ 与郭嵩焘将西方“拟于三代”的思路相反，薛福成认为

当今西方的政治与文明虽然优异，但在中华文明传统之中同样能够找到根源。薛福成还指出，中国实施洋务

以来国际影响力已在不断提升，逐渐得到西方国家的重视，因此，中国不应妄自菲薄、讳疾忌医。⑥ 中国的道

统仍然具有优势，应在正视与西方的差距、提升自身权力的基础上寻求物质与精神层面的振兴。

为宣扬中国道统的生命力，薛福成甚至进一步提出“凡兹西学，实本东来”的观点，比出洋前的“用夏变

夷”更进一步。⑦ 薛福成认为，现代科学技术实乃“中国数千年来所创”，西方“袭而精修之”，方才将其发扬

光大。因此，大变局只是中西科技优势地位的一次暂时转移。中国应当以开放的态度向西方学习，在西学基

础上复兴中学，“再辟造化之灵机”。⑧

在洋务运动盛期，如薛福成一般主张所谓“西学中源”的观点为数不少，但薛福成的论述不仅数量较多、

涉及的议题丰富，而且态度也更加坚定。⑨ 这种观点或许既是薛福成基于自身知识与价值体系的推断，也是

他避免重蹈《使西纪程》覆辙，巧妙为洋务运动鼓与呼的宣传手段。瑏瑠 但无论做何种理解，这一观点均体现出

在薛福成眼中，清廷及其所代表的传统文明秩序在大变局中有机会自存甚至更进一步取得优势，而其关键在

于保持并增强中国在面对西方时的权力。

四、郭嵩焘、薛福成对大变局的观点比较

郭嵩焘与薛福成在思想上有惺惺相惜之感。郭嵩焘曾因薛福成向光绪帝上呈《使西纪程》而赞许其为

“有心人”。瑏瑡 薛福成则赞许郭嵩焘公忠体国、力排众议的执着与勇毅，认为其地位仅次于曾纪泽，可居于当

时中国驻外使节第二名的位置。瑏瑢 二人思想的相似之处在于，他们都承认西学有体有用，西方文明根基深

厚，权力盛于中国，大变局下的中国应当向西方学习，通过变革以实现自存。然而，两人个性与生活经验的差

异，导致他们在同时面对大变局时，发展出两类不同的观点。郭嵩焘倾向于从文明转型的视角思考大变局，

中国能否以西方文明为目标实现自身文明的转型，是在大变局中生存与发展的关键。而薛福成将大变局视

作东西方的权力竞争，认为如果中国能够实现物质层面的自强，并充分吸收西方外交手段与政治制度中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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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使日记续刻〉节选》，徐素华选注:《筹洋刍议———薛福成集》，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 147－148页。
薛福成著，安宇寄校点:《出使四国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第 16－17页。
《〈出使日记续刻〉节选》，徐素华选注:《筹洋刍议———薛福成集》，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 131－132页。
薛福成著，安宇寄校点:《出使四国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第 169－170页。
《〈出使日记续刻〉节选》，徐素华选注:《筹洋刍议———薛福成集》，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 123－124页。
薛福成著，安宇寄校点:《出使四国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第 103页。
薛福成著，安宇寄校点:《出使四国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跋”，第 3页。
薛福成著，安宇寄校点:《出使四国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第 67－68页。
丁凤麟:《薛福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 443页。
朱维铮认为，薛福成提出此类“怪论”是不想贻讥清议，同时他的观点也为后世的“格致古微”和“托古改制”之说提供了养料。参见朱维

铮:《晚清的六种使西记》，《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6年第 1期。
郭嵩焘:《养知书屋诗文集》，文海出版社 1974年版，第 680页。
《〈出使日记续刻〉节选》，徐素华选注:《筹洋刍议———薛福成集》，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 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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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之处以缩小自身与西方之间的权力差距，则可以在不触及文明根源的基础上实现对大变局的应对。

具体而言，郭嵩焘可以被称作“悲观的理想主义者”。在国际政治研究中，理想主义者特指将文明、道义

等因素作为国际政治驱动力的政治家或学者。① 在郭嵩焘的变局观中，西方在权力结构上的优势与主导权

是表面现象，其本质是西方在文明演进中发展出高于中国的道统。中西文明的差距，使得双方的竞争缺乏妥

协空间。传统中国的制度与文化不足以支撑中国救亡图存的事业，中国势必向西方学习，实现文明的基础性

转型，否则将难以摆脱沦为世界边缘地区和被西方支配的命运。基于此，郭嵩焘为大变局下的中西关系提出

的实践策略之核心是求和与自守。郭嵩焘认为，彼时的中国无论在实力上还是在基础性的国家社会建构上，

都不足以与西方一战，故而必须重视保持和平的局面，以争取喘息与发展的机会。

与郭嵩焘相对，薛福成可以被称为“乐观的现实主义者”。他重点从权力竞争的角度看待大变局，这与

国际政治中的现实主义理论相近。② 薛福成认为，中国真正应当向西方学习的是提升国力与娴熟运用外交、

军事手段的方式，为此可以对现有的制度进行局部调整，但不应将中西之间的差距上升到文明差距的地步，

更没有必要以西学改造中学。薛福成在总体上仍然坚持认为中国传统文明具有存续能力，认为引进西方科

技、制度的意义在于捍卫传统文明的内核与道统。从他尊奉的“西学中源”之说出发，甚至可以说他认为中

学较之西学仍具有优越性。在实践策略的层面，薛福成从其变局观出发，主张在了解列强内部状况的基础

上，开展全方位的、不排除使用硬实力的斗争。

表 1 郭嵩焘与薛福成的变局观比较
郭嵩焘 薛福成

对中西文明格局的看法
文明转型是大变局的关键，中华文明相较西
方已经落后，需要调整

尽管西方文明具有深厚渊源，但中华文明仍
具有优越性，甚至可称“西学中源”

对中西权力结构的看法
中西之间之所以呈现权力差距，本质是西方
在文明竞争中领先，权力结构只是表象

权力结构是大变局的关键，中国真正应当向
西方学习的是自强的方式与外交军事手段

对中国应对大变局策略的看法
必须重视保持和平的局面，采取守势，争取
喘息与发展

在了解列强内部状况的基础上，开展全方位
的、不排除使用硬实力的斗争

从后世的角度来看，郭嵩焘与薛福成的两种恰堪对照的变局观，归根结底取决于当时中国所处的历史阶

段。同光之际，外部环境的相对稳定与洋务运动的成就带来了“中兴”的政治样态，现实政治与学术的交织，

使得“西学中源”之说有了市场; 甲午战争的惨败使洋务运动彻底破产，“西学中源”淡出主流思想界，但这一

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直至五四运动之后，象征现代化的西学才相对于中学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

因此，尽管郭嵩焘被后世之人称为“先知”，其文明转型的变局观被历史的进程证实，但这并不意味着他

的观点在晚清比薛福成的权力竞争观点更加准确。应当承认，历史，尤其是思想与文化，毕竟是一个连续统

一体，不可能出现突然断裂。因此，郭嵩焘预言西方文明将深刻改变中华文明，也无疑具有一定的偶然性。

从“反事实推理”的研究方法来看，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与收复新疆的成功，无疑足以让洋务派执政者和以薛

福成为代表的实干家相信，外交之术与军事力量的增强可以在大变局中维持清朝的统治，通过改良的方式实

现中国的转型是可行的。③

郭嵩焘与薛福成的思想同客观现实之间的契合性，为当代的大变局研究留下了思想的母题。当中国与

世界再一次面临大变局时，围绕文明与权力作用的辩论并未终止。两次大变局之间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受到

冲击并做出反应的主体从中国转变为西方。当代西方国际政治思潮中的所谓“文明冲突论”，即蕴含着文明

转型变局观，认为中国所代表的异质性文明将导致西方文明主体地位的衰微。④ 所谓“修昔底德陷阱”“金德

尔伯格陷阱”，则蕴含着权力竞争的变局观，指向中国的权力增长对西方国家国际地位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

序的挑战。⑤

相应地，当代中国学者对大变局的应对方略，总体上也可以从文明与权力两种视角进行分类。强调文明

081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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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俞沂暄:《国际秩序转变背景下的威尔逊主义: 起源、政策和影响》，复旦大学 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第 5－6页。
关于国际政治中的现实主义，可参见［英］爱德华·卡尔: 《20 年危机( 1919—1939) : 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年版，第 98－130页。
关于“反事实推理”，参见［英］尼尔·弗格森:《未曾发生的历史》，丁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 1－110页。
关于当代西方“文明冲突论”的内容及批判，参见邢丽菊:《中美应保持和加强人文交流》，《国际问题研究》2021年第 1期。
［美］格雷厄姆·艾利森:《注定一战: 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陈定定、傅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年版，第 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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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的研究者认为，文明间的关系是大变局的深层次结构，应当通过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承认多元文明与多

元现代化路径的存在，化解中西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风险，塑造更加稳定的国际格局。① 强调权力视角的研

究者则倾向于认为，中西之间的权力转移是大变局的根本特征，所谓文明与价值观的冲突只是权力转移的结

果。化解变局挑战的关键是以中国权力的提升为基础，通过对权力的高效与巧妙运用，引领世界秩序转

型。② 这两种声音仿佛同郭嵩焘和薛福成的思想“隔空对话”，预示着源自十九世纪末的基本问题意识在二

十一世纪二十年代的今天仍未结束，依旧是值得探索的时代性命题。

五、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所谓正确历史观，就是不仅要看现在国际形势

什么样，而且要端起历史望远镜回顾过去、总结历史规律，展望未来、把握历史前进大势。③ 站在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节点上，从思想史路径和中国视角对大变局开展本体论层

面的研究，无疑有利于增进对大变局的本质特征、历史脉络，中国与大变局的关系以及中国在大变局中的战

略选择等重大问题的理解。郭嵩焘与薛福成两位晚清驻外使节的比较，呈现出文明转型与权力竞争两种变

局观背后的深厚历史基础，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从中国知识体系视角开展当代外交学研究的具体尝试，有利于

深化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本质的理解。

首先，大变局具有多义性，应当同时重视文明与权力两种路径的重要价值。如上文所述，郭嵩焘与薛福

成对晚清大变局的判断并无对错或价值高下之分，他们的思考在不同时代得到发掘，折射出社会思潮多元范

式交替的特征。④ 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势必体现出文明与权力之间，乃至其他更多视角之间的复杂

交织与相互影响，在进行分析时应避免执其一端，不及其余。

其次，大变局具有长期性，不应低估大变局背后转型的艰巨任务。郭嵩焘与薛福成站在大变局的起点，

虽代表了晚清较高的认知水平，但仍然难以预判大变局最终的结果。当代的研究者同样应当深刻认识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如何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克服认知的局限

性，谋求对大变局未来演化趋势的准确预判，有待学术界做出更多贡献。

再次，应当重视大变局的目标性，积极论证中国“平视这个世界”的方式。⑤ 郭嵩焘与薛福成的变局观揭

示，自晚清以降学人便提出中国在大变局之中具有主体性，可以塑造大变局的目标。但受到时代的限制，他

们构想的目标仍然具有一定的不平等性，带有文明优越或权力强制的色彩。欲在当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构建中国与西方、中国与世界之间在文明领域交流互鉴、在权力领域平等互利的关系，需要政治家与学者

的胸怀和识见。

更为重要的是，思想史研究并不必然达成封闭式的结论，而是努力提供一种开放的问题域与思想路径。

尽管国际关系学常被视为一门日新月异、变动不居的学问，但其仍然需要摆脱现象、回归本质的升华。在这

一过程中，历史学特别是思想史将为国际关系学提供重要的元命题，增益国际关系学的本体论研究，因此应

当给予其应有的地位。

( 责任编辑:廖吉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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